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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晋宋间政风的嬗递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贵族国家，唐长孺先生指出：“五马渡江，宗室凋零，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

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作为驾于所有士族之上的帝室权威是带有象征性的，朝廷宰辅、地方都督全

没有司马氏的份”[1]。也就是说，东晋国家的权威与权力分属皇权和门阀贵族。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

阀政治》一书的后论中总结了东晋国家权力结构呈现出来的特殊性：“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

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东晋末年高门士族

人才凋零，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复归[2]。

东晋又是流寓江左的侨民政权，脱离了华北乡里社会的门阀贵族，如何与作为国家基石的江南地

方社会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对稳固政权来说至关重要。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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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晋后期的集权政策造成江南地方社会的混乱。宋武帝承东晋前期以“清”为主要特征的

门阀贵族政治精神，尊重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社会秩序，恢复王导以来安定民生的“清静”之政，有着“政和

法简”的特点，纠正了晋末寒人政治之弊。宋文帝遵循其父的方针，元嘉前期政风可以概括为“优允”和“清

简”，出现了“元嘉之治”。元嘉中后期，宋文帝和刘宋皇族滥用国家权力以扩充私人权欲，违背“清”的理念，

地方政治中“贪残”之风盛行。刘宋政治风尚在元嘉以降逐渐蜕变，脱离门阀贵族政治的方向，失去江南社

会的支持，随之迈上了衰亡之路。贯彻“共同体”原理的“清静”政治继承与否，是决定江南社会对北来侨民

政权态度的关键，构成了观察东晋南朝政治社会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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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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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之地艰难维持，根本原因在于东晋初年王导执行了一系列笼络江南豪族的政策[1]。李济沧先生考

察了桓温和谢安之政，认为他们与王导一样奉行稳定江南社会的方针，继承和延续了“共同体”原理指

导下的“清”这一门阀贵族式伦理精神[2]，这种“共同体”原理体现在门阀贵族通过抑制自我的欲望，与

他人共存[3]，反映到政治理念上表现为“清”：提倡简洁之政，减轻赋役，放宽刑法，尽量不增加地方社会

的负担，与民众达到共存的状态。在其看来，先后执政的王、桓、谢三大高门恪守“清静”政风[4]，尊重以

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方社会秩序，目的在于维护豪族以及自耕农民生活的正常运转，使得北方侨人建

立的东晋国家和江南地域社会融为一体，由此促成了江左政权的繁荣发展。

沿着“共同体”的理路，李氏对晋宋革命的性质作了重新解读，他指出：“皇权与门阀贵族相互抗

争，双方都偏离了门阀贵族政治的方向及其精神，忽视江南地方社会的动向，最终导致东晋王朝的崩

溃。创建刘宋政权的刘裕及其政治特点中有着继承门阀贵族政治的迹象。”[5]中古时代，门阀贵族既是

乡里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时也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承担者与维护者。因此，基于门阀贵族的政治

理念，立足于侨民国家的特殊结构，从江南地方社会的立场，来解读东晋南朝政治史，可以提供不同的

思路。

刘裕代晋皇权复兴以后，刘宋政权是否秉承了以“清静”政风为主要特征的门阀贵族政治精神

呢？沈约《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序对刘宋各阶段的吏治状况分别作了描述：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而王略外举，未遑内务。奉师之费，

日耗千金，播兹宽简，虽所未暇，而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

故能戎车岁驾，邦甸不忧。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

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

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

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

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及世祖承统，制度奢广，犬马

余菽粟，土木衣绨绣，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嬖女幸臣，

赐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继阼，弥笃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

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

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

在沈约看来，刘宋前期大体是能奉行“宽仁、“清静”政治路线的，地方社会相安无事，“区宇宴安”，出现

了治世的局面。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戎役大起，倾资扫蓄”，导致“深赋厚敛，天下骚动”，刘

宋政权开始出现衰亡的迹象。宋孝武帝重用“幸臣”，提拔大批寒人，“竭四海不供其欲，单民命未快其

心”，作为江南豪族的沈约予以了深刻批评。从“播兹宽简”、“以俭抑身”、“役不及民”到“吏不及古，民

[1]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9-62页。

[2]“清”这一语义，日本学者颇为关注。上田早苗最先注意到包括“清静”在内的含有“清”字的用语在六朝时期广泛

可见，是当时贵族生活伦理的一种表现（《贵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清官的由来及其特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

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宋金文、马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完整阐释，参见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4]庾亮的“任法裁物”与庾冰的“威刑”政策与王导所推行的“清静”政治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对流民帅、地方豪强等

势力一概采取削弱打击的严厉政策，力图强化国家权力，结果却大失人心，有力地证明了“清”的为政方式才是东晋政治

的主流，参见李济沧：《论庾亮》，〔上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期。

[5]李济沧：《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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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刘宋前后政风发生了显著变化。下面就从沈约所论出发，以贯彻

“共同体”原理的“清”这一门阀贵族式伦理精神的延续与丧失为核心，考察刘宋政治风尚的演变。

二、“政和法简”：刘宋立国的政治方针

东晋后期皇权强化和寒人当政导致的政刑烦苛，破坏了江南地方社会的秩序，引发了严重的社会

动荡。桓玄失败以后高门士族已丧失了对政权的垄断，但他们依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政

治影响力。晋宋之际，庾悦、王诞、谢景仁等高门士族中的务实派投身新兴的寒门武将刘裕阵营，积极

支持其代晋建宋[1]。刘裕自义熙年间执政后，文化上亦“颇慕风流”，主动结交高门士族人物，提高了他

的声望，使自身“士族化”[2]。寒门皇权和高门士族二者的结合，昭示了刘宋政治的走向[3]。

永初元年（420年），宋武帝刘裕的即位诏书曰：“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

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4]对此，胡三省说：“犯乡论清议，盖得罪

于名教者。”[5]尊重士族社会的礼法，对乡论清议之风的继承，“一依旧准”，稳定江南社会的固有体制，

是刘宋政权建立伊始的指导方针，其措施包括改革刑罚狱讼、减免科征杂役、归还豪族私属、继续进行

土断、力倡节俭等。

同年诏曰：“其有狱讼亏滥，政刑乖愆，伤化扰治，未允民听者，皆当具以事闻。万事之宜，无失厥

中。”又诏曰：“劫科峻重，施之一时。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6]宋武帝鉴于晋末

“政刑乖愆，伤化扰治”，制定了新朝的施政纲领，即“政和法简”。武帝规定，“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

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废除了“有无故自残伤者补冶士”与

“役身死叛，辄考傍亲”的严苛法令[7]。武帝在位三年间多次减省刑罚，强调为政“清简”，无不以避免扰

民为目的。

江南豪族与自耕农民是宋初“政和法简”的主要实施对象。宋武帝对豪族大加笼络，“先因军事所

发奴僮，各还本主；若死亡及勋劳破免，亦依限还直”[8]，意在纠正晋末强征豪族私属之弊[9]，维护江南豪

族的利益，以获取他们对新朝的拥护[10]。又“先有资状、黄籍犹存者，听复本注。诸旧郡县以北为名

者，悉除；寓方于南者，听以南为号”[11]。宋武帝继义熙土断之后，于永初年间再次实行土断，同样是为

了将侨州郡县实土化，把北方侨民土著化，使之成为国家编户，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有助于减轻原先

江南民众的负担，从而稳定江南社会[12]。

倡导节俭风气也是“政和法简”的一项重要内容。宋武帝下令“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大

[1]〔梁〕沈约：《宋书》卷五十二《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凡此诸子（庾悦、王诞、

谢景仁、袁湛、褚叔度），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尘请职，负羁先路，将由庇民之道邪。”〔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1506
页。

[2]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开封〕《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3]陈寅恪指出：“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

卿辅佐。互相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

编》，第107页）。

[4][6][7][8][11]《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2页，第53-55页，第54-57页，第55页，第55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九，宋武帝永初元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734页。

[9]东晋后期当政者强制征发豪族私附民引发的社会动荡，参见李济沧：《东晋王朝的崩溃与刘宋政权的性质——从

东晋门阀贵族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0]江南豪族人物对刘裕的支持，参见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第五章《江东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4页。

[12]东晋南朝土断的意义，参见胡阿祥：《论土断》，《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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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废除耗费民财的淫祠，“诸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武帝本人“清简寡欲”，“未尝视

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由于其以身作则，“内外奉禁，莫不节俭”[1]。

王永平先生认为宋武帝刘裕倡俭是其寒门出身所决定的，指出“晋宋之际，刘宋统治集团的生活

作风在总体上表现出俭朴的特色，并与没落高门士族子弟的浮华生活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扭

转了“晋氏乱政，百司纵驰”的局面[2]。那么，晋室的衰落是否与当政的高门大族沉湎于侈靡享乐有关

呢？对于东晋后期孝武帝朝的政治生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末有论：

谢安可以镇雅俗，彪之足以正纪纲，桓冲之夙夜王家，谢玄之善断军事。于时上天乃眷，

强氐自泯。五尽童子，振袂临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条纲弗垂，威思罕树，道子荒

乎朝政，国宝汇以小人，拜授之荣，初非天旨，鬻刑之货，自走权门，毒赋年滋，愁民岁广。是

以闻人、许荣驰书诣阙，烈宗知其抗直，而恶闻逆耳，肆一醉于崇朝，飞千觞于长夜。虽复“昌

明”表梦，安听神言？而金行颓弛，抑亦人事，语曰“大国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乱已倾覆”也。

事实上，孝武帝前期谢安执政，“镇以和靖，御以长算”，行“德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而“威怀外

著”[3]。谢安去世后，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其弟司马道子掌权，“荒乎朝政”，重用寒

人恩倖，“鬻刑之货，自走权门”，“官以贿迁，政刑谬乱”[4]，造成权力私人化，贪渎之风盛行。奢侈浮华

的生活方式开始在统治集团中蔓延，司马道子“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后，为长

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阙”[5]。可见，晋孝武帝伸张皇权、寒人崛起的结果大大助长了奢靡之风。与

高门士族相比，寒门阶层缺乏一定的文化教养，又政治上长期受到压抑，握有权势后，难以抑制自身之

欲，给晋末社会风气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宋武帝刘裕执政后力倡节俭，固然可能与其贫苦出身有一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节俭是寒门阶

层的标签。相反，刘裕生活上的“清简寡欲”与政治上的“政和法简”，主要目的正是肃清晋末寒人掌权

所滋生的弊端，某种程度上与东晋门阀贵族“清”的理念相承接。

三、“优允”、“清简”之政与“元嘉之治”

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辅政。徐羡之“起布衣，又无

术学，直以志力局度”[6]，王华称其“中才寒士”[7]；傅亮为“布衣诸生”[8]，也非高门；只有谢晦出身一流

高门陈郡谢氏，但与寒门走得颇近[9]。徐、傅、谢三人组成的顾命集团有着重视“吏道”的精神，自然

为强调“清静”之政的高门士族所鄙视，两种力量的分化及二者政治主张的分歧在刘裕身后的政局

中迅速升华。

景平二年（424年），徐羡之等人先后废杀与清谈名士为伍的刘裕次子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改立

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宋文帝刘义隆在入承大统的过程中，作为士族社会首望的琅邪王氏家族王

弘、王昙首和王华兄弟精心谋划，发挥了关键作用。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诛杀徐羡之等人，继而

[1]《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4-60页。

[2]王永平：《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石家庄〕《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3]《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第2074页。

[4][5]《晋书》卷六十四《司马道子传》，第1733页，第1733页。

[6]《宋书》卷四十三《徐羡之传》，第1331页。

[7]〔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三《王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页。

[8]《南史》卷二十三《王华传》，第626页。

[9]从刘裕的顾命安排可见其对第一流高门的不信任和畏忌，参见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

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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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1]，高门士族重新夺回了辅政大权[2]。

宋文帝亲政后是否继承了永初年间“政和法简”的精神呢？从颁布的一些诏令可以看到元嘉时期

的政治动向：

元嘉八年（431年）诏曰：“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

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3]

元嘉十七年（440年）诏曰：“前所给扬、南徐二州百姓田粮种子，兖、两豫、青、徐诸州比

年所宽租谷应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不收处，都原之。凡诸逋债，优量申减。又州郡估税，

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山泽之利，犹或禁断；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诸如此比，伤治害民。自

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4]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诏曰：“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封尸掩骼，赈赡饥流。东作

方始，务尽劝课。贷给之宜，事从优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并蠲复税调。”[5]

有着类似精神的诏令在《宋书·文帝纪》中十分常见。元嘉年间，刘宋与北方战事频发，且天灾较多，难

免加重地方社会的负担。宋文帝在诏书中屡屡表明“简约”、“优允”，显示了力求“清静”的政治姿态，

为了维护江南豪族的利益，进一步弛山泽之禁[6]。沈约对元嘉政治有较高评价：“故能内清外晏，四海

谧如也。昔汉氏东京常称建武、永平故事，自兹厥后，亦每以元嘉为言，斯固盛矣！”[7]

元嘉三年（426年），王弘以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总录百揆，兼牧畿甸”[8]，至元嘉九年（432年）去

世，是元嘉初期最重要的宰辅。王弘是王导的曾孙，“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9]，其

为政以“优允”著称，与前引宋文帝诏书的精神相符。

元嘉初年王弘与八座丞郎江奥、孔默之、王准之、谢元、何尚之诸人商议刑法一事，透露出其“优

允”之政的特点。王弘认为旧刑过重，“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10]，于是重

新立法定科。江奥、王准之等高门强调士庶天隔，刑罚理当区别对待，保证士族的司法特权。而王弘

以为不然，他说：

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

求之于心，常有可愍，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

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

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11]

由此可见，王弘非但不同意在刑罚上给士族以优待，反而主张士族犯法应当从严处理，对庶民则可以

宽大处理。李天石先生据此认为，随着士族的日益腐败，刘宋政权建立后寒人掌机要已成定势，为强

化中央集权，适应士庶政治经济地位的新变动，对士族的某些特权加以限制，是此次辩论发起的原

因[12]。但值得注意的是，义熙年间王弘就曾奏弹高门谢灵运因泄私愤而滥杀下人，并弹劾同为高门的

御史中丞王准之对此事不闻不问。东晋后期政治上不振的高门士族放漫颓废，王弘对此感到痛心疾

[1]《宋书》卷六十九《刘湛传》，第1816页。

[2]徐羡之顾命集团被清除是王弘兄弟的阴谋，参见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2期。

[3][4][5]《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0页，第87页，第99页。

[6]刘宋政府逐渐放弃了国家对于山林川泽的传统权力，承认了豪族对山泽的私人占有，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

隋唐史三论》第二篇《论南北朝的差异》第一章《南北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7]《宋书》卷五《文帝纪》，第103页。

[8][9][10][11]《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5页，第1317页，第1317页，第1321页。

[12]李天石：《试论南朝奴客的身份问题——以刘宋符伍问题的讨论为中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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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在这种情况下他借助刘裕的力量，对士族社会大力整顿，“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

变太元、隆安之俗”[1]，俨然以改革派士族的形象活跃在晋宋之际的政坛上，显示出与谢灵运之流的清

谈派士族不同的一面。

元嘉初年王弘的立法主张，显然是其在义熙时“肃正风轨”[2]精神的延续，并得到宋文帝“卫军议为

允”[3]的赞赏。可见这次辩论并非由于寒人掌机要而产生的士庶之争[4]，体现了门阀贵族通过抑制自身

欲望与民众实现共存的“清”这一伦理思想。晋宋之变的历史关头，王弘迅速适应了皇权主导政治的

新局面，意图将门阀贵族纳入新的国家体制之中。在他的努力下，门阀贵族与刘宋皇权的合作颇有成

效，为“元嘉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和谐的条件[5]。

刘裕秉政至元嘉之初，由于寒门统治者延续了东晋门阀贵族的“清静”政风，地方政治普遍呈现出

“清简”的特点。《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记载了晋末江南地区的政风：“江东民户殷盛，风俗峻刻，

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又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邑里惊扰，

狗吠达旦。”晋末寒人掌权时期，地方政风苛酷，刑罚严厉，破坏了江南社会的秩序。宋初谢方明先后

任丹阳尹和会稽太守，扭转了这股政治风气：

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存纲领。州台符摄，即时宣下，缓民期会，展其办

举；郡县监司，不得妄出，贵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系之狱。前后征伐，每兵运

不充，悉发倩士庶；事既宁息，皆使还本。而属所刻害，或即以补吏。守宰不明，与夺乖舛，人

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虽服役十载，亦一朝从理，东土至今称咏之。

性尤爱惜，未尝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则以渐移变，使无迹可寻。[6]

谢方明出身陈郡谢氏，为政“阔略苛细，务存纲领”，颇得乃祖谢安“不存小察，弘以大纲”的“和靖”之

风。“简汰精当，各慎所宜”，避免刑法过细而扰民，因军事征发的豪族私属与平民“皆使还本”，强调

“静”与“以渐移变”，保持江南社会的固有体制，得到了江南民众的称赞。在谢方明的影响下，江南地

区政风转向“希简”，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上表称颂：“宰邑辅政，必其简惠成能；莅职阐

治，务以利民著绩。故王奂见纪于前，叔卿流称于后。窃见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

民，恪勤匪懈，百姓称咏，讼诉希简。”[7]

《宋书》卷五十四《羊玄保传》云：“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授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

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唯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先忆羊玄

保。’”像羊玄保这样不追求政绩却为民众所怀的地方长官，不正是讲求“清”的门阀贵族政治所推崇的

典范吗？该卷《史臣曰》：“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

[1][2][3]《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第1317页，第1317页，第1321页。

[4]〔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提出南朝寒人权重的看法，〔北京〕中

华书局1984年版，第172-174页。然而宋齐两代寒人之权重只存在于短暂的特殊时期，并非普遍现象，宋文帝朝重用士

族，寒人在政治上更没有影响，仅出现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二人，且史料中没有一条证据说明此二人为寒人，亦未见二人

权重的事例，所见反而多为人所排，参见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5]《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条云：“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

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应作“何尚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第3973页。十二人

中，王华、王昙首、王僧绰为琅邪王氏，谢弘微为陈郡谢氏，殷景仁为陈郡殷氏，庾炳之为颖川庾氏，江湛为济阳江氏，何

尚之为庐江何氏，这八人均是高门大族。《宋书》卷六十三《殷景仁传》云元嘉初，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人俱为侍

中，“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第1681页）。《宋书》卷五十八《谢弘微传》云黄门侍郎谢弘微，亦为文帝所重，时号为“五

臣”（第1592页）。

[6]《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第1524页。

[7]《宋书》卷四十七《刘怀肃传》，第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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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嘉治世”之取得，重新占据主流地位的“清简”之政实为一大要因。

四、“清静”政治的变质

门阀贵族在宋文帝执政后获得重用，但其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元嘉

初年位极人臣的王弘深知居高不易，遂于元嘉六年（429年）上书荐文帝四弟刘义康入朝参政。宋文

帝即以刘义康为司徒，与王弘分录尚书事，共同辅政，自此刘宋宗王进入权力中心。

元嘉九年（432年）王弘死后，刘义康又领扬州刺史，独掌朝政。刘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

剔是非，莫不精尽”，一改王弘“优允”之政，“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1]。元嘉

中，宋文帝多病，“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刘义康

极力扩充个人权力，“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依凭皇族的特殊地位，刘

义康“自谓兄弟至亲”，故“不复存君臣形迹”，位高权重又进退无度，为政骄横躁进，“威权尽在宰相”[2]。

元嘉中期执政的刘义康集团核心人物是刘湛。刘湛出身南阳低级士族，“少有局力，不尚浮华”，

“不为文章，不喜谈议”，“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自下莫不震肃”[3]，与法家寒族的

崇尚类似，为刘义康所赏识，遂倾心相结。刘湛亦心厚私欲，借助刘义康的势力排斥异己，“义康擅势

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4]。刘义康的骄横专权和刘湛的刚猛严苛之配合，改变了

元嘉前期“清静”、“优允”的政风，不仅与门阀贵族的政治理念相悖，更严重威胁到了刘宋皇权，“自是

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5]。于是皇权与高门士族再次结盟，陈郡殷氏出身的殷景仁在宋文帝的支

持下，与刘义康集团的刘湛相抗衡，尖锐的皇族权力斗争构成了元嘉中期政局的主要特点[6]。

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收捕刘湛下狱处死，同时废黜刘义康。其后入朝辅政的文帝五弟刘

义恭戒义康之失，谨小慎微，无所作为，“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己，故太祖安之”[7]。庸懦的宗王已不能

形成强而有效的辅政力量，权力的真空由范晔、庾炳之、徐湛之诸人填补。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

晔被杀后，无论是宗室诸王，还是高门士族，均因前车之鉴而惧怕权位过重招致杀戮，往往相互推诿、

怠于政事[8]。执掌枢要的庾炳之、徐湛之等缺少才干，无力支撑局面。各利益集团间互相倾轧，元嘉后

期政治危机愈加严重。

元嘉时期地方政治风气也在发生改变，元嘉九年（432年）益州民乱便是地方政风恶化的体现。

民变最初的起因是益州刺史刘道济御下无术、侵暴百姓，“信任长史费谦、别驾张熙等，聚敛兴利，伤政

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商贾失业，吁嗟满路”[9]。益州地方官员与民争利，凭借权势对商

业贸易进行垄断，损害了民间商贾的利益。叛乱发起者帛氐奴、梁显系蜀中大姓，刘宋对益州的苛暴

统治引起了蜀地豪族的不满[10]。《宋书》卷八十一《刘秀之传》云：“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

[1][2][5]《宋书》卷六十八《刘义康传》，第1790页，第1790-1791页，第1791页。

[3][4]《宋书》卷六十九《刘湛传》，第1815-1816页，第1818页。

[6]元嘉中期以后刘宋统治逐渐牢固，君臣名分趋于稳定，于是猜疑矛头转向宗室诸王，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

札记》“刘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变化”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1页。

[7]《宋书》卷六十一《刘义恭传》，第1644页。

[8]宋文帝在位期间为巩固统治权力，不断诛杀大臣，刻薄少恩，加以身体不好，猜忌之心益重，愈到后来，诸王和大

臣都怀有戒心，惴惴不能自保，刘义庆之寄情文史，即是这种政治社会背景的反映，参见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

义庆身世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36页。

[9]《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宋文帝元嘉九年条，第3838页。

[10]元嘉九年（432年）益州民乱始末，参见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第三章《元嘉时期益、梁地区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4-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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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聚畜，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可见益州守宰的贪婪在刘宋

是普遍现象。

元嘉以降不唯梁、益如此，广大地方“清简”之政日少，而“贪残”之风日盛。《宋书》卷四十六《赵伯

符传》载其元嘉中任徐、兖二州刺史，“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复为丹阳尹。在郡严酷，吏人苦

之，或至委叛被录赴水而死；典笔吏取笔不如意，鞭五十”；《宋书》卷四十六《张邵传》云其“在雍州营私

蓄聚，赃货二百四十五万”；《宋书》卷五十一《刘遵考传》载其出镇地方，“为政严暴，聚敛无节”，“（元

嘉）二十一年，坐统内旱，百姓饥，诏加赈给，而遵考不奉符旨”。

元嘉地方政风的变易，从某些官员自身的前后转变即可窥见。外戚臧质在元嘉初为建平太守，

“甚得蛮楚心”，“称为良守”，历任历阳太守、竟陵和江夏内史、巴东和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元

嘉中臧质为徐、兖二州刺史，“在镇奢费，爵命无章”。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北伐，臧质“顾恋嬖妾，弃

营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1]。臧质在地方为政前期多便民，符合“清”的理念，后期却转而

“贪残”，反差甚大。臧质的例子亦未尝不是元嘉政治风气急转直下的一个缩影。宋文帝对地方大员

的“贪残”行为基本持姑息放纵的态度，此后地方官们对自己的贪残意识毫不掩饰，近乎公然鱼肉地

方，“贪残”之风进而成为南朝政治的一大弊害[2]。

宋文帝虽有节俭之誉，但元嘉中后期不断露显奢华之相。《宋书》卷四十一《文帝袁皇后传》载：“袁

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宠，爱倾后宫，

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信宿便得。”宋文帝对后宫赏

赐数额巨大，与乃父宫中“以俭正率下”相比有若霄壤之别。沈约指出：“自元嘉以降，内职稍繁，椒庭

绮观，千门万户，而淫妆怪饰，变炫无穷。”[3]《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条云：

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馔；日旰，不至，有饥色。

上乃谓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裴子野论

曰：善乎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习其险限，利以任

使；达其情伪，易以躬临。太祖若能率此训也，难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成德立，然后授以政

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服矣。

元嘉年间，宋文帝对出镇地方的宗室子弟不时加以敦促甚至书面教导，可谓不厌其烦，这类记载

在《宋书》中屡见不鲜，其中内容尤以强调节俭为重。裴子野对此评价颇高，然也注意到文帝的训诫仅

仅流于表面。《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记载了同样发生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两件事：“是岁

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

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宋文帝晚年极尽奢侈，不惜大肆役使百

姓，给江南民众增加了不小负担，又何以率物示下？应该说其对子弟的纵容甚于管教。

元嘉后期辅政的刘义恭“骄奢不节”，“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

给钱年千万”[4]。宋文帝六弟刘义宣“多畜嫔媵，后房千余，尼媪数百，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5]。

[1]《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第1910、1914页。

[2]南朝地方政治盛行的“贪残”之风，参见严耕望：《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1页。

[3]《宋书》卷四十一《史臣曰》，第1298页。

[4]《宋书》卷六十一《刘义恭传》，第1640、1644页。

[5]《宋书》卷六十八《刘义宣传》，第17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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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无浮淫之过”的宗室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1]。刘宋皇族第二代人物生活奢侈化，反

映出寒门统治者地位稳固以后，放弃了宋初“清简寡欲”的作风，难免加重地方社会的负担，走上晋末

寒人政治腐化之路。

沈约在《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末尖锐地批评：“自太祖临务，兹典稍违，网以疏行，法为恩息，妨

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倾诐愈甚，自非讦窃深私，陵犯密讳，则左降之科，不行于权戚。若有身

触盛旨，衅非国刑，免书裁至，吊客固望其门矣。由是律无恒条，上多弛行，纲维不举，而网目随之。”联

系前述元嘉之初，王弘辅政时“正己明宪”，纠正司法制度，“使轻重有节”，减少“恩赦”，号为“优允”，随

着宋文帝在位日久，逐渐偏离了这样的政治路线，“网以疏行，法为恩息”的现象愈益突出。勋贵刘康

祖任员外散骑侍郎十年，“前后屡被纠劾，太祖以勋臣子，每原贷之”[2]。宗室刘遵考无德无能，为政以

“严暴”著称，“为有司所纠”，文帝不予过问，“直以宗室不远，故历朝显遇”[3]。

元嘉后期受重用的吏部尚书庾炳之“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领选既不缉众论，又颇通货贿”，

以至于何尚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4]

结 语

东晋后期皇权强化，寒人随之崛起，这种集权政策造成了江南地方社会的混乱。宋武帝刘裕代晋

后，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东晋门阀政治“清”的理念，出现了门阀贵族政治文化的回流，尊重江南社会的

固有秩序，恢复王导以来重视民生安定的“清静”之政，体现出“政和法简”的特点，纠正了晋末寒人政

治之弊。经过少帝时高门和寒门两股政治势力的残酷斗争后，入承大统的宋文帝刘义隆贯彻执行了

刘裕的既定方针，元嘉前期信用王弘等高门士族人物，为政之风可以概括为“优允”，地方政治呈现出

“清简”之象，从而一度出现“元嘉之治”的局面。元嘉中后期，宗室刘义康和刘义恭相继秉政，宋文帝

与刘宋皇族开始滥用国家权力以扩充私人权欲，违背了“清”的理念，地方政治“贪残”之风愈演愈烈，

刘宋政风在元嘉中期以后发生质的变化，脱离了门阀贵族政治的方向。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在身边寒人势力拥戴下，发动政变杀死宋文帝，终结了元嘉时

代。平定内乱继承皇位的宋孝武帝刘骏重用寒人，寒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此成为南朝一股重要的

政治力量。刘宋中后期皇权再度强化，以恩倖为代表的寒人得势，政风更加苛酷，不仅使门阀贵族在

宋齐易代之际无所留恋，而且失去了江南社会的支持。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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